
2 路通中原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原之后，挥鞭南下，开始了

统一岭南的战争。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共有三次重大的战役，从公元前

219 年开始至公元前 210 年结束，促成了中华民族大统一，同时，更把岭南

地区的开发建设推入了一个新纪元。

古籍中对秦始皇的“秦戍岭南”记述各异，但有一个看法是比较一致

的，就是《淮南子·人间训》中所记的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

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百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

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

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呈宋。而

越人皆入丛藻中，与禽善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

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

不得修农亩，妇不得剡麻考缕，赢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

养，死者不得葬”。

《史记·平津侯主父传》中记述：“秦始皇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

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赵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

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退，

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径于道树，死者相望。”

从《淮南子》作者及《史记》作者的着眼点来看，反映出两个事实，

一是瓯越之地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二是秦始皇要着意向海外开拓。

在商周时期，包括合浦在内的瓯骆越地就以盛产犀角、象齿、翡翠、



珠玑而闻于中原朝廷，商汤为此授命伊尹作四方令，指定包括合浦在内瓯

骆地以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为献”。合浦自古以来就出产象、犀、翠

（鸟），更是珍珠的主产地，合浦关于这方面特产的记述不绝于史书。直至

清代，如清代李调元所著的《南越笔记》中就这样记述：“孔雀产高、廉雷、

罗定诸处。截其尾、编列瓶中，足供玩饰。”而唐代项斯所作的珠市风情诗

歌《蛮家诗》中，则有“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

新船”等描述。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所述的“桂出合浦”，唐《酉阳杂

俎》中所述的“合浦有鹿”等。至于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关于合浦珍奇物

产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秦始皇不惜倾全国之力南取百越，看重的当然不

只是百越的珍奇物产，还有以合浦郡境地为主的打通海外交通重要的地理

位置与作用。这与秦始皇对大海的向往和情结有很大的关系，也是秦始皇

海疆战略的重要部分，从秦始皇灭六国后的十年间五次出巡及几个重大决

策中可见其中因素。

秦始皇在平息南方的战争中就曾组织过一支能运输 50 万石粮食的大船

队。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在位的 12 年（前 221—前 210 年）中，先后组

织五次大规模巡游，其中四次是巡游海上。

第一次巡游海上的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这是我国古代史

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航海。秦始皇东巡郡县，首先上邹峄山

（山东邹县境内），立石颂功德，然后封（筑坛祭天叫封）泰山（今山东泰

安等县境），禅（辟基祭地叫禅）梁父（泰山下的小山），再东游海上，至

渤海湾的黄（今山东黄县）、腄（今山东福山县）两港，又东到成山（今山

东半岛成山头），芝罘（今山东烟台）立石，颂秦德。由此南行到琅琊港（今



山东胶南南境）留住三月，建琅琊台，下令自内地迁徙百姓三万户于琅琊

台下，免征 12 年赋税；立碑，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在东巡途中，齐人方士

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及不死药，请

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因事本虚妄，

徐福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

第二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前 218 年）。当秦始皇车队至博

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南）时，韩国贵族张良令力士持铁锥伏击，误中副车。

始皇遇刺未中，令大索十日，未得凶手。而后，又登芝罘，刻石立碑，归

途中再次来到琅琊港。

图 2-1

建于宋代的廉州古城北大楼城脚遗址。

第三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

（今河南昌黎海中，一说在今河北乐亭西南，一说在今山东无棣），刻石立

碑。为追求长生不老又使燕人方士卢生人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不得

而还。第二年，命将军蒙恬发兵 30 万，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河套地区

（今内蒙河套及伊克昭盟地区），设 44 县。为防匈奴侵扰，秦始皇又征发



大量民工将燕、赵、秦旧时长城连接修成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

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北）。为解决北方粮饷，乃开辟北方航路起于黄

腄、琅琊、入渤海，转道今天津附近古黄河，经水运转输。

第四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十月，始皇东巡，

南至九疑（一作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南宁南，相传虞舜葬此），祀虞舜，

浮长江而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登会

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今东海），立石颂德。北归时，路过吴地，从江

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乘海船北上琅琊，至成山、芝罘。至平原津（今

山东德州南）时，病。（十月为岁首）死于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西北）。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不久就多次巡游海上，是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目

的的。当时，齐、燕、越等沿海之地新并不久，六国遗民充满仇视心理，

妄图复国，秦始皇不得不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进行招抚工作，加强统治，

以防政局不稳。秦始皇在泰山碑文上写道：“既平天下、不懈于治。”他移

民改俗，屯戍海防。如把越人强行迁徙到江、淮、徐、泗地区，把内地囚

徙迁到越，开荒种地；刻石立碑，炫耀威德，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航海

力量支持边防军事所需。不仅要发展中原以外的经济，而且要通过沿海港

口向外谋取经济利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就取得了“越之犀角、象齿、翡

翠、珠玑”。秦始皇多次航行于江、河、湖、海，如果没有较前代发达的造

船航海业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十年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重大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始皇

决策重点：一是统一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二是解决与匈奴的战

争；三是南取百越，打开出海通道。



南取百越是秦始皇海疆战略中的关键环节。

秦始皇南取百越，从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二十八年，也就是秦始皇

第二次出巡之年）到公元前 214 年，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战争，史称为“秦

瓯战争”、“秦戍岭南”或“秦始皇三征岭南”。在这三次战争中，战况最惨

烈的是第一次战争，即公元前 219 年开始发动的南征百越之战。在这一战，

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确立了中华大一统格局。对

秦始皇乃至武帝的海疆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是第二次战争，即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任嚣、赵佗率军攻占百越，统一岭南，设置南海、

桂林、象郡三郡，大秦帝国因此拥有了南海、北部湾这两大海域。第三次

是赵佗并击南海、桂林、象郡，时在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三十七年），是

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中途死于沙丘。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为赵佗建立南越

王国奠定了基础。

这次“秦瓯战争”或“秦瓯之战”，在《广西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是这

样记载的：

秦瓯之战，秦朝征服百越各部的军事行动。秦始皇为开拓疆土，于始

皇二十八年（前 219）命尉屠睢率 50 万大军，分兵 5 路进攻百越。一路经

余干（今属江西）征服了东瓯（今浙江温州）和闽越（今福建），并设置闽

中郡。二路戍守南野（今江南南康境）以南的大庾岭。三路向番禺（今广

东广州）进军。五路进攻镡城（今湖南靖县境）。四路由主帅屠睢率领，发

动秦瓯之战，率军逾越城岭，经湘桂走廊，迅速控制漓江通道。九嶷（今

湖南宁远县南）之军沿古道进入今广西钟山、贺县一带，与屠睢部会师。

因粮饷接济不上，被迫停止进攻。



当时的合浦郡境内在其中处于什么样地位，特别是秦始皇开凿了灵渠

之后，对合浦郡境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合浦因此发挥过什么作用及影

响？

在史籍记述，秦始皇是分兵五路向岭南进军的。而在此前，秦始皇的

军队挟灭六国的余威平定了于越，设置会稽郡，这为秦军大举南征提供了

一个支点。因此，秦军一路驱兵直入，顺风南下，没有受到大的抵抗。秦

军五路大军的战略目标，根据《壮族通史》的记述是：“一军塞镡城之岭（今

越城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今萌渚岭），一军处番禺之都（今骑田岭），一

军守南野之界（今大庾岭），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省余干水上游）。”秦

军的第一路军是从今广西北部的兴安县边境的越城岭向南突进，由此直下

桂江；第二路军是从湖南省江华境内的萌渚岭向南挺进，由此到达广西的

贺县一带；第三路军是越过骑田岭进入广东省的西北部，沿连江南下，向

番禺推进；第四军是从江西和广东两省交界的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地区；

第五路军则集结在江西省上犹江（即余干之水）一带，作为后援部队，同

时也为防止闽越余部前来支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而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

并且对进攻的路线及其战略战术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五路，形成从东面

和北面夹击之势，企图在漫长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岭南越人

发起凌厉的攻击，以便将其各个击破，达到一举攻克的目的。

当时岭南地区为百越族群的分支——西瓯、骆越和南越等土著居民的

聚居地。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其地越人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大

抵到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原始社会才开始解体，逐步

进入阶级社会，但其社会组织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制度。由



于长期而频繁的部落战争，使得当地越人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善于在

山地或从林中作战。当秦军的四路大军向岭南挺进后，从骑田岭和大庾岭

南下广东的第三、第四路军进展较为顺利，沿途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

很快就占领了岭南要地番禺（今广州）。而从越城岭挺进的第一路军和从萌

渚岭南下的第二路军则严重受阻，他们一越过岭就遭到西瓯部落的顽强阻

击。在交战之初，由于西瓯人缺乏抗击秦军大举进攻的足够准备且力量分

散，当秦军浩浩荡荡挺进其领地之时，他们只是仓促应战，结果被秦军的

凌厉攻势打得四处溃逃，其部落首领译吁宋也在混战中遇害身亡。但有着

顽强斗志和丰富经验的西瓯人在初次受挫后并不气馁，当他们惊魂稍定后

便迅速集结起来，“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以为将”，继续

抗击秦军。西瓯人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地形、善于爬山越岭和击水荡舟的特

长，利用当地山高林密和河沟深险的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夜

战的方法，从各个地点伺桃对秦军的营地及供应线频频进行袭击，使人生

地不熟的秦军大兵团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困境，不仅无法正面攻击

西瓯人，反而使自己不断地损兵折将，连其主帅尉屠睢也被西瓯人斩杀，

造成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严重损失。西瓯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绩，紧紧地牵制了秦军的主力，使之

陷入孤立无援，给养困乏，被动挨打，“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被

动局面。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秦军不得不收缩兵力，反攻为守，筑城固

守待援。面对这种战局，秦始皇也不便冒进，只好增派“尉佗将卒以戍越”。

从此，秦瓯之战进入了“三年不解甲驰弩”的相持阶段。



图 2-2

南流江主要的出海港口——三汊港。

为扭转孤立无援、被动挨打和给养困乏的不利局面，早日完成对岭南

的统一，秦始皇于三十年（前 217 年）令监御史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

道”。史禄率领秦军和广大民工在广西兴安县开凿了沟通漓江和湘江水运的

秦凿渠（后来称为灵渠）。秦凿渠修好后，保证了给养和援兵从湘江源源不

断地运抵岭南，于是，秦始皇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征调大批的中

原人民充当士卒前来岭南与西瓯人作战，“丁男被甲，丁女转输”，以支援

前线；原固守在西瓯地区各据点的秦军，由于得到从湘江经灵渠不断运送

来的兵员和给养的增援补充，实力大为增强，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

末或三十三年初，秦始皇又派遣名将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向西瓯人发动了

新的攻击。在秦军凌厉的攻击下，西瓯人虽浴血奋战，终因力量对比悬殊

而失败了。秦军击败西瓯人并占领其地之后，继续向西瓯、骆越的腹地进

军，所向披靡。经过长达 6 年的艰苦征战，到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

终于统一了岭南地区。这场战争虽然给岭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



破坏，秦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客观作用来看，秦始皇对岭南的统

一，是一项有利于祖国统一和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事业。从此以后，

岭南的越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岭南地区亦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并处于中央王朝的统一治辖之下。

秦始皇在岭南地区建置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有关情况，据后人

考证，桂林郡治所在布山（今广西贵港市），其郡所辖区域主要在广西境内，

四至为：东起于今广东肇庆，与南海郡西界犬牙交错；西抵今广西田东右

江以北；北至今广西兴安县以南；南面濒临南海，其地包括今桂林地区中

部和南部、柳州地区、河池地区东部、百色地区东北部、南宁地区中部和

北部、玉林地区北部、梧州地区西北部以及广东西部。

象郡的治所在今越南北部，其辖地包括今越南中部和北部以及广西西

部和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其四至是：东自广东

湛江、海康，与桂林郡和南海郡地相接；西至今越南长山山脉以东，与句

町国地襟连；北起今广西右江一线，与桂林郡西边相接；南抵今越南富安

省南境。

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其辖地主要在今广东境内。其四至：

东及南面滨南海；最西抵今广西贺县，与桂林郡东界相交错；北自今韶关、

南雄、乐昌，与长沙郡、九江郡和闽中郡地接壤。

从《壮族通史》的考证中可知秦始皇南取百越后，设置岭南三郡区域

的基本概况。在岭南三郡中，合浦郡境地处于象郡与南海郡之间。以当时

的地理环境和区域状态来看，是三郡之中海岸线最长，与中原水路连接的

入海江河最多的、物产最丰富的区域。



通过“秦瓯之战”，修通了运粮水道之后，合浦区位优势突显，一条以

南流江流域为主干的，联通中原与大海的水运大动脉因此形成。正因为建

立了这条出海通道大动脉，秦始皇南取百越的“秦瓯之战”才能够得以结

束。合浦作为这条大动脉中的出海通道的港口，既是中原水运网络的终点，

又是中原从海路走向世界的起点。特别是在航海环境和航海技术都处于开

发阶段的先秦时期，合浦郡境内同时占有北部湾、广州湾两大避风港的优

势、而且在秦王朝的所有沿海郡境中，合浦郡境地是联通南海、东南亚并

通过东南亚联通印度洋诸国航海线路最安全、行程最短的。港口的保障优

势、航线的安全便捷优势、物产的聚合优势，这些都是构成合浦境地成为

海路对外交流中心枢纽地位先决条件。

秦国经过几代奋斗，横扫六国，威震海内，一统天下。实行“书同文”、

“车同轨”、“行同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统一了中国后，

全面推行郡县制，确立了国家的疆域。秦王政二十四年（前 223 年），秦军

攻破燕国，占领了河北北部，第一次成为邻海国家。二十三年（前 224 年），

秦军打败荆楚军队，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二十四年（前 223 年），

又占领了淮南，进一步扩大了海疆。二十五年（前 222 年），秦“使王贲将，

攻燕辽东，得燕王喜”；同年“王翦遂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二

十六年（前 221 年），秦吞并齐国，东海岸连成一线。三十三年（前 214 年），

秦发兵占领岭南之地，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使秦的统治达到今天越

南的北部，海疆延伸到南海。这样，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

关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根据史籍记载，秦时海

疆包括了十六郡。自北向南为：辽东郡，包括了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



辽西郡，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

渔阳郡、巨鹿郡都有临渤海的部分。齐郡临渤海，琅琊郡、东海郡临黄海，

从山东半岛直达长江以北。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

海岸线则从江浙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

图 2-3

南流江出海港口之一——总江口。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统一的海疆既是统一国家的产

物，又是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海疆政策，反映了当

时先进的中国国力强盛，也反映了当时秦汉时期“中央王国”意识的形成

和扩展自身文明的强烈愿望。

秦始皇在立国之初不惜调动五十万大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南取百

越，并不是为了“利越之犀牛象角翡翠珠玑”，而是通过多次出巡之后，经

过分析比较之后，而确立的在百越地区打开一条出海通道的战略决策。而

合浦郡境地在秦始皇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中，以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因素，承

担起了解决战争急需的补给通道的作用，成为秦军运粮水道补给线的终点

同时，又承担起秦王朝走向世界的出海起点，顺应了秦王朝开拓海疆战争



的要求。

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即按照中原地区所推行的郡县制度，在岭南地

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将其地置于秦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

图 2-4、图 2-5

建于晋代的东山寺（灵觉寺），据史料记述是南越王赵佗的行宫故址。

秦王朝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还采取了派遣军队戍守各险关要

塞、组织人力开辟新道以扩大通道、修城筑关防守、移民实边和发展经济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秦王朝不仅将原来南征的数十万军队留守岭南，而且

还不断增调兵员前来“谪戍以备之”（《壮族通史》），以扼守各险关要隘，



防范当地越人的颠覆活动。同时，秦王朝还同意赵佗派人修扩旧道，开辟

新道，使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畅通无阻。秦始皇还同意赵佗的请

求，特批从中原地区征调了 15000 名未婚的青年妇女，前来岭南“以为士

卒衣补”（《壮族通史》），使远在岭南的中原将士安心戍边。秦王朝还不断

地把中原人民迁移到岭南“与越杂处”，共同开发经济，秦王朝所采取的上

述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其在岭南建立的地方政权，同时也有利于汉文化在

岭南的传播，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南迁“与越杂处”

的中原人民，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为推动岭南地

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增进汉、越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间的团

结与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两汉史籍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时合浦郡境地在历次战争中发挥重要

作用。

《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

（元初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

（元初三年三月）丙辰，数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夷人为贼所迫者。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记：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光和四年二月）交趾刺史朱侍讨交趾，合浦乌浒蛮破之。

（中平元年六月）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

遣趾刺史贾琮讨平之。

《后汉书·马援传》中记：



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

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记：

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

梧郡。

光和元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

没郡县。

《后汉书·五行志》中记：

（元初）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却略吏民。

从上述记录中可知，在先秦时期的“秦瓯之战”中，合浦郡境地虽然

没有正式命名，但作为乌浒部族的群居地带，也和百越民族的其他部族一

起共存共荣。从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合浦与百

越民族其他部族及岭南各郡的依存关系。

1971 年冬发掘的合浦望牛岭一号墓，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墓葬，墓中出

土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和水晶、玛瑙、琥珀饰品共 240

余件，其中有两件陶提桶内壁有牛书文字，一是“九真府”字样，一件是

“九真府口府”字样，由此可推知是九真郡太守生前用品。如在南越王墓

的出土文物中，有许多物品是合浦境地的特产。而陶干栏、陶猪、陶谷仓、

铜谷仓的型制基本相同。

秦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以农耕作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三个不同的经济区

域，一是长城周边及西北，河西一带的畜牧经济区；二是江淮、秦岭、陇

西一带的森林经济区；三是以太原、关中、巴蜀和广汉一带的农业经济区。



这三个经济区都是内陆经济区。“秦戍岭南”运粮水道的开通，不但为岭南

的社会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纪元，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内陆经济与海洋经济

的相结合、相融合发展，开辟了一条大通道。沿着这条大通道，中国开始

了对海洋的探索，开始了海洋经济的开拓和发展。合浦作为这条大通道上

连接中国内陆与世界的始发港口和码头所在地，也随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

纪元。

图 2-6

合浦汉墓发掘现场的出土文物，完好精美的竹织藤篮，里面所装的稻谷依然

色泽光亮，是合浦古代农耕的见证。

图 2-7

合浦汉墓发掘现场出土罕见的拉着铜马车的青铜马。



关于赵佗建立南越王国，以《汉书·南粤传》、《汉书·陆贾传》中的

记述最为经典：

《汉书·南粤传》中记：

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适徙民与粤杂处。十三岁，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

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

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首长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

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是与谋者，故君公

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

“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吏以其党为守假。秦已灭，

佗即击桂林、象郡，自主为南粤武王。

《汉书·陆贾传》中记：

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

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说，拜贾为太中大夫。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

从赵佗并吞桂林、象郡、南海自立为南越王之后，直至其去世，岭南

地区在他的治理下都是相安无事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使岭南地区避开

了楚汉相争以及汉初诛杀诸王之乱，赢得了相对较长一段时间的偏安局面，

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越王立国之初，碰到如何处理好汉、越（包括壮族先民）间民族严

重对立与隔阂问题。因为秦朝统一岭南，发生了激烈的“秦瓯战争”，后来



瓯骆人失败，存在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这时赵佗兼并桂林、象郡，又伤

害了西瓯、骆越人的利益和感情，激起新的矛盾。赵佗要在岭南立足，并

求得有所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民族政策，以取得南越辖境的西瓯、骆越

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方可安定。

赵佗制定了一套以“和集百越”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

团结和利用越族中的上层人物，参加王国的统治集团，为巩固其统治

地位效劳。南越建国以后，就把越族中势力极大，具有很高威望的大奴隶

主贵族吕嘉吸收为王朝丞相，其弟被封为将军，吕氏宗族 70 余人为长吏。

另外，越族中还有许多显贵如归义侯郑严和田甲，驰义侯伺遗，越郎都稽，

湘成侯桂林监居翁，瓯骆佐将黄同，僚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等，被吸

收在军队和政权中担任要职。这些人为团结广大西瓯、骆越人发挥了重大

作用，在辅助南越王国政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南越王国的赵佗、吕嘉政

权，实质上可以说是汉越联盟的、基本上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政叔。

变服易俗，自称“蛮夷大长”，“以其故俗治”。这是赵佗在南越立国，

传袭 5 代 93 年的一条颇为成功的民族政策。岭南自古就是壮族先民的发祥

地，由于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

惯。如服饰方面跣足左衽、断发文身、服色尚青、凿齿拔牙等；饮食方面

鼻饮，喜食生猛、糯米酸菜；居住方面习居“干栏”；婚姻方面不用媒聘，

踏歌为婚、不落夫家等；丧葬方面停丧葬，捡骨重葬等。这些习俗，是壮

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代代相传，

并不断充实改进，深深地浸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饱含着人们深厚的思

想感情和心理状况。如果仅凭君长意志，一纸命令横加禁止，必然遭到广



大西瓯、骆越民族的反抗，导致社会动乱，明智的做法只有选择尊重民族

的风俗习惯，才能获得人们的拥护与支持。赵佗立国以后，权衡利弊，采

取了“顺其俗治，全其部落”的做法，自称“蛮夷大长”，带头“椎结箕倨”，

变服易俗。史载“高祖使陆贾赐尉他（赵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

结箕倨见陆生”。在赵佗的影响下，南来汉官自然也仿而效之，从衣、食、

住以及婚丧习俗上改从越入风习，使原来隔阂的民族心理得到缓解，改善

汉、越民族关系。当然，对于越人的一些恶习，赵佗非但不尊重，而且加

以制止。如“越人好相攻击”之风，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维护社会安

定，发展生产有很大的危害，赵佗运用国家机器加以制止，收到了相应的

效果。

图 2-8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屋。

提倡“越汉和亲”政策，推动越、汉民族团结和睦关系的发展，这也

是南越民族政策的一个核心所在。南越王室带头与越人联姻，如明王婴齐

的妻出于越女，生子建德。丞相吕嘉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家弟宗

室”并且还与苍梧王赵光联姻。吕嘉连相三王，“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

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南越王国密切了与吕嘉之关系，实际上就是

密切了与越人之关系。因为吕嘉甚得越人的拥护。南越王国提供“越汉通



婚”，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就已开始。当时五十万秦军挺进岭南，有

大量官兵留守岭南三郡，这些官兵的婚姻大成问题，所以赵佗上书要求派

三万尚无成家的妇女南来“以为士卒衣补”。而秦始皇仅同意“可其万五千

人”，其余大量留守官兵的配偶问题必然通过与越人妇女成婚才能解决。

推行越人“自治”的政策。自治者，即由越人自己管理内部事务，南

越王朝不干预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其故俗治”。南越王国境

内族群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都有自己的王、侯、将、帅等

奴隶主贵州统治。赵佗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对策。在原

桂林郡东部的苍梧成立苍梧王国，派同姓赵光亲自治理，以防受项羽封为

衡山王的吴芮对南越的骚扰；对于地处五岭南北通道的西瓯地区，仍以其

故俗治，采取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办法，继续确认原有渠帅统辖，并且还

在那里封以前西瓯君的后代为西于王，让他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实

行“自治”。

南越国推行的民族政策，前脱离不了秦代制度的影响，后又有仿效西

汉王朝政策的一面，对壮族先民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缓和、消除了越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了两个民族的

团结与合作。先秦时代，岭南越族人民虽然与中原华夏民族有着一定交往

和联系，但因各族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而仍然“是夏则夏，

是楚则楚，是越则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争，

加深了民族矛盾与隔阂。

赵佗建立南越王国后实行了上述的民族政策，缓和了越汉民族之间的

矛盾，为民族团结合作关系得确立开辟了先河。南越王国在岭南能够存在



93 年，与越人渠帅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干余

年间的封建统治者在岭南逐步形成和推行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的羁縻政

策，使岭南越汉民族团结和睦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图 2-9

汉墓出土的金饼，见证了墓葬者的身份非同一般。

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岭南，迁来了数十万狱

吏、贾人、赘婿和力役者。他们中除了少数狱吏，大多数都是劳动群众。

这些人南来“与越杂处”，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后进

的民族学习先进的民族，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经济文化

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古往今来，各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

族。岭南的越族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加工和处理象牙、玳瑁、珠



玑、银铜等手工产品，特别是制造铜鼓的技术，栽种水稻、瓜果、蔬菜等

技术，南来的汉人到了新的环境，为了适应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必

须得向越入学习，越汉两族人民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民族政策的实行，使越、汉两族人民组成了许多民族联合的新家庭。

在一个共同家庭中，互相学习语言文化，互相尊重风俗习惯，男女双方以

至其后代，既通汉语，又懂越语；食、衣、住、行和婚丧礼仪，越、汉并

存，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新的民族文化。如今广东、广西的白话，就是以汉语为主，夹有不少

越语成分在内的汉语，现在仍存在于壮族师公唱经、民歌、故事、账本中

的古壮字，就是借用汉字的形音义，结合壮语的音韵特点构成的。婚姻习

俗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交聘金，行三牲六礼等仪式，就是从汉

族婚俗中吸收过来的。丧葬习俗中的拾骨二次葬，是从汉族行一次大葬的

仪式移植过来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四时节日中的春节、春社、秋社、端

午、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都是从汉族传人的。由于汉族最早迁入的

移民大多数居住在岭南东部地区，以后又有不少汉人继续迁入，所以东部

地区越族人民比较早地融合到汉族中，但秦汉时期，岭南的越人居多数，

迁入的汉人居少数。越、汉通婚的家庭，其子孙后代受越人文化的濡染，

数代之后，有的越化，成为越人，其比率会比越人汉化为大，成为壮侗语

族中的一分子。

赵佗致力于发展南越王国的经济之外，为了争取境内的安宁稳定，他

还注意搞好与汉王朝的关系，通过臣属关系从中原获得了大量的铁器、马

牛等。同时，赵佗还注意搞好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如通过长沙国的互通



信息了解汉王朝对南越国政策动向，通过和闽越国恢复关系来消除敌对氛

围，通过与西南夷国家的关系来扩大南越国的影响腹地等。赵佗的这些外

交措施，不但维持了与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为南越国的发展争取了时间和

机遇，也通过与其他诸侯国的多边关系，为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

多渠道的合作交流。

在此期间，赵佗曾率军到合浦，在合浦留有糠头山、南越王行宫等遗

址。

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在岭南地区的封建割据王朝，就是南越王国。

南越王宫建在广州市。千里之外的珠乡合浦，却也留有南越王国的遗迹，

一是南越王行宫，在今合浦县城廉州东山寺，一是糠头山，在今合浦石湾

镇境内。

当时的合浦属象郡，处象郡与南海郡之中，是兵家必争的枢纽要地，

也是越族支系力量最强大的乌浒蛮族居住地之一，赵佗深知这一点，在合

浦设立行宫。

南越王行宫的规模及样貌，今已不可考。但从今东山寺的规模及位置

而看，当年南越王行宫的气势恢宏浩大，有四进，分为山门、金刚殿、大

雄宝殿和观音殿。占地面积百余亩汉代的还珠亭、孟太守祠也相继建于此，

晋在行宫放址建灵觉寺可见当年南越王行宫盛况。

赵佗当年为什么不远千里来合浦修建行宫，又在合浦石湾镇境内盘有

糠头山的传说？

据《合浦地名志》转引的有关古籍称，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烽烟

弥漫全国，引来群雄逐鹿中原，问鼎社稷，时蜀国王子也趁机兴兵东进，



抢占了时属南越王国的象郡一带。

图 2-10

东山寺的观音殿。

南越王赵佗率军征讨入侵的蜀国王子，在合浦驻军准备军粮，因此留

下糠头山及南越王行宫的故事，虽然是近乎传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合

浦郡境地在南越王国辖区中的特殊地位，起码传递出三个信息：一是南越

王赵佗对合浦郡境地有所了解并亲临合浦郡境地。二是合浦郡境地的人们

对南越王赵佗有所了解，否则不会凭空想象出一个南越王赵佗行宫。三是

合浦郡境地在秦始皇时代乃至南越国时期都是军事活动频繁地区。

关于赵佗在合浦郡地留下的糠头山及南越王行官的史迹，《合浦地名

志》记载：糠头山在合浦县城西北，《元和郡县志》称粮头山，《太平寰宇

记》称糠头山，《大清一统志》称为狼头山，又名军头山。据《读史方舆纪

要》记载，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蜀国王子乘机攻占了南越国土。南越王

赵佗领兵讨伐，曾驻军此地，因缺乏粮食，以糠头分士兵食用。“又西北四

十里有糠头山，一名军头山，相传秦尉陀尝驻军于此，偶乏粮，以糠头散

给，因名，俗称狼头山。”《太平寰宇记》记述：舂谷取米供食将士，糠头



堆积如山，因而得此名糠头山。

关于赵佗征蜀国王子的记载，还见于南北朝时沈怀远所著《南越志》。

该书记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

兵三万讨雄王，灭亡。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地，在今平道县

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

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仍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媚妻亡，子

始弩毁亡。赵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

《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四“饮食部”二十“糠”条下记，“刘欣《交州

记》曰：合浦海口有糠头山，传云：越王舂米于此，积糠而成”。

交趾和合浦都是汉武帝设岭南九郡的其中之一。与合浦一样，南越国

时期交趾尚没有郡县设置，时属象郡地。赵佗征蜀国，不论是从海路或陆

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都要经过合浦。

我们还可以就 1983 年挖掘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与合浦汉墓

出土文物的种类和型制来比较，就会从中发现合浦郡境地早在秦汉之间就

与南越王国有着的紧密关系：

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锄、镢、锸、镰、斧、锛、手

铲、锉、锥、刮刀、锤、凿等。其中锄是最常用的农具，主要在农耕时用

于清除杂草，疏松土质等；镢是深掘土地的有力农具，主要用于荒造田、

刨掘农作物的根珠等。此外，当时收割农作物已经用到铁镰，砍伐森林已

经用到铁斧，铁制家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南越国的农业发展。但由于南越

国铁矿资源缺乏，冶铁业不发达，这些铁制农具主要还是依靠中原的输入，

因此南越国的铁制农具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低，分布范围主要在南越国都



城和郡县治所的周边区域，而在一些离郡县治所较远的地方，仍在使用石

器和青铜器家具。

合浦在 1985 年 5—7 月发掘了汉墓 5 座，其中 4 座地坑墓，有 3 座是

同坟异穴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陶器有罐、壶、灯；

铜器有提梁壶、罍、承盘、釜、盆、杯、熏炉、壶、灯、镜、五铢钱、井、

杵、臼；铁器三脚步架、剑。1984 年清理 2 座，都是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

出土随葬品有陶器瓮、鼎、壶、罐、甑、灶，铜器壶、钫、奁、釜、壶、

镜，铁器釜、锸、刀，玛瑙串饰、玻璃珠。近年来，合浦配合高速公路建

设，发掘了一批汉墓，从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

图 2-11

东山寺内的大量碑刻，记录了历代重建重修的人文事迹。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具是陶器，仅在南越王墓就出土陶

器多达 991 件。南越国墓葬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储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

具，和专门为殉葬用的明器，以及一些建筑用的砖瓦等。这些陶器大部分

为南越国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着南越风格的几何印纹陶。



已发掘的合浦汉墓中，出土了有大批陶器，其中有许多器表饰以印纹、

划纹和印纹上加戳印的陶器，有罐、瓮、壶等。如 1975 年堂排 M2B 西汉墓，

出土的 11 件瓮，“在方格印纹上加圆形或方形、米字形、对角三角形印戳”。

1984 年凸鬼岭 M201、M202 西汉墓出土的 12 件罐，其中Ⅱ式罐 8 件外腹部

拍印方格纹，但戳印纹饰不同，有对角纹、网纹或方格纹、米字纹。合浦

沿海一带发现许多古窑址，有汉、唐、宋、明、清各代的，说明合浦制陶

业的历史悠久。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的草鞋村汉代窑址还发现许多方格形印

纹上加圆形、方形戳印的陶片、瓦当、制陶工具和汉代水井。

此类陶器的残片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安志敏《马来西亚柔

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提到，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出土大量古代的陶片，

这种陶片有印纹和划纹。英人威勒斯撰文记述其事，并附图介绍，内有四

件印纹陶片。纹饰为编织纹，重叠菱形纹，及在一般印纹上加戳印记号。

一些学者认为，柔佛州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划纹硬陶，可以从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所发现的印纹陶器中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在一般印纹的基

础上加戳印记号的艺术手法，普遍出现于两广汉墓出土的陶器上。在合浦

汉墓出土的众多的这类陶器，正好印证了汉代合浦港与马来半岛以及东南

亚各国的频繁往来。汉朝商业使团输出的商品中或携带的生活用品中，应

有合浦生产的陶器。

南越王墓出土的酒具有青白玉角杯。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

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出土的瓜果主要有柑橘、

桃、李、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

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非常适合岭



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而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西

汉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在南越

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

图 2-12

合浦汉墓出土的鸭首玉带钩。

图 2-13

合浦汉墓出土的龙凤玉带钩。

1975 年在合浦堂排汉墓出土一件铜锅，内装荔枝，果壳、内核完好，

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合浦西汉晚期墓中看到有用铜锅装

着的稻谷陪葬，还出现大量粮仓、粮困模型明器。粮仓模型明器几乎每一

座墓都有，反映当时粮食储备相当可观。这些粮仓平面都是长方形，像一



间平房，前面有一道或两道门，门槛很高，其他三面密闭，无窗无门，和

住人的房屋有明显的区别。堂排汉墓一件陶仓长方形，一大间，前面有回

廊，悬山式瓦顶，瓦脊偏后，瓦脊偏后，瓦面呈前宽后窄，使前檐覆过回

廊，开门道，面阔 3 闾，进深 2 间，四面墙体刻划出柱枋结构，正脊和垂

脊都有博古装饰。风门岭 M48 出土陶仓盛金黄色的稻谷。有的粮仓高架起

来，成为干栏建筑。如望牛岭 1 号墓出土的铜仓，一大间，置于平台上，

平台下有 8 根立柱，将整座建筑平地托起。仓房前壁正中有门，门为双扇，

各有门环，左右开启。门下有槛。悬山顶，前后各有 12 道瓦垄，屋檐向前

后伸出，盖过壁墙。仓前有避风雨的回廊，回廊前缘有栏杆，十分讲究。

黄泥岗 1 号墓铜仓，也是一大间，正面开单扇门，其他三面板壁封闭，人

字坡瓦顶，平底，下附四只高足将仓体顶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座仓

房的门及左右板壁、两边山墙及后壁，都錾刻了精细的图案花纹，十分华

丽。仓底用 4 条或 6 条立柱将仓体顶离地面，既能防潮，又可防鼠。汉代

合浦人如此重视粮仓，说明当时粮食自给有余，已经有一定的储备了。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残骸主要有猪、牛、羊、鸡等，出土的

野后动物残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特别是和花雀，至今在广东仍是一

道名菜的主料。此外，南越国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水产品，有鱼类、鳖

类和种贝壳类的淡水和海水产品。

合浦堂排汉墓出土过稻谷。大量陶屋模型内都附有劳作俑，有的执杵

舂米，有的端着簸箕簸米，可见当时的主要粮食是稻谷。

汉代农业还包括了畜禽的饲养。农民除了耕田种地，还大量饲养家畜

家禽。猪、羊、牛、犬、鸡、鸭、鹅等畜禽模型明器在汉墓中屡见不鲜，



成了当时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一个重要标志。猪的饲养尤为普遍，从陶屋

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有多有少，少则一二头，多

则四五头；有肉猪，也有带仔的母猪；猪的姿态，有静卧的，也有吃食的，

还有喂奶的，形象逼真。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陶屋，猪圈内就有肥猪 5 头。

有的陶屋猪圈内鸭、鹅等模型数量就更多，论质料言，有陶的，也有铜的，

猪还有滑石的，鹅则有玛瑙雕琢的。

考古发掘证明岭南地区最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并掌

握了原始的青铜铸造技术，但当时青铜器的应用并不广泛。秦始皇统一岭

南和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后，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使岭南地区的治铸业

有了很大的发展，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仅在南越王墓和罗泊

湾一号墓两个南越国的墓葬中就分别出土了 500 多件和 200 多件的青铜器。

在这些青铜器中，除了一部分兵器和日常用具是从中原输入之外，很大一

部分是南越国自身铸造的，主要有铜勾、越式铜鼎、铜提筒、铜熏炉、铜

鼓、铜壶、铜烤炉、铜鍪、铜编钟、铜钫、竹节铜筒、铜羊角钟等。其中

的一些铜器体型硕大，胎壁较薄，铸有各式繁杂的花纹。

图 2-14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谷仓。



1985 年 6—7 月合浦发掘 8 座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罐、壶、鼎、

灯、屋、灶、井；铜器罍、盆、碗、盒、釜、奁、提梁壶、锥壶、杯、熏

炉、杵、臼、灶、镜、环首刀、矛、戟、五铢钱；铁器三脚架、剑；滑石

器鼎、罐、钫、灶、井。在一座西汉晚期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

一件铜锥壶肩部刻划“西于”2 字。1986 年春又发掘 10 多座，其中 10 号

墓是一座新莽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大量的陶器、铜器和佩饰品。陶器有罐、

坛、提桶、灶、井、屋、仓；铜器有鼎、壶、提梁壶、锥壶、碗、盘、樽、

熏炉、灯、镜等；装饰品有金戒指、金花球、银戒指、玛瑙珠、琉璃珠、

水晶珠、玉玲、玉填、玉塞、玉猪等。2003 年 11—12 月再发掘 4 座，其中

26 号墓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由墓道、椁室及外藏椁组成，椁室周围

用白膏泥封护，棺位于墓室后部西侧，已腐朽，朽痕上散落着琉璃串珠、

铜钱、玉璧、鼻塞、耳珰等物。棺前有头箱，置日常生活用品，以铜器为

主，计有碗、钵、盘、杯、樽、盒、灯等；边箱与棺等长，置大量铜器和

陶器，铜器有鼎、壶、钫、簋、盆、釜、鍪、提梁壶、长颈壶、锥壶、熏

炉、杵臼等日常生活用品和井、灶、狗、禽鸟、俑等模型明器，陶器有屋、

仓、灶、瓮、壶、罐、五联罐等。部分器物内有植物种实及其他残留物，

一鼎内有鱼骨，铜井内有提桶，铜灶上有锅。墓室前部有拉车铜马、铜仓，

仓顶上有鸟、鹅、鸡、蛙、鱼等青铜小动物饰件。外藏椁位于墓道底部与

墓室相连处，置铜牛和大陶瓮 1 件，也应是郡守官吏的墓葬。

南越国的玉器制造业也相当发达，在南越王墓中共出土 244 件玉器。

这些玉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器用用

玉等，器型丰富，用途多样。其中的精品主要有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



承盘高足杯、玉璧、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佩等。这些精美的玉

器大部分为南越国的工匠制造，而玉料除了由南越国自产一部分之外，很

大一部分则来自于进口。

图 2-15

合浦汉墓出土的精美谷纹玉璧。

图 2-16

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环，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口商品种类的见证。

1975 年秋广州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合浦发掘汉墓 4 座，规模都比



较大，其中 2 号墓在同一封土堆下覆盖着两个并排墓穴的夫妻合葬墓。有

斜坡墓道，墓坑填土是含水量大的黏土，棺室内外放置着大量的陶器、铜

器、滑石器和玉石佩饰品，陶器有瓮、罐、双耳罐、四耳罐、壶、匏壶、

盆；铜器有簋、盆、瓿、灯、镜；铁器有削；金器有镯、戒指；滑石器有

鼎、炉；还有琉璃珠、琥珀狮、骨珠、玛瑙珠、肉红石髓珠、水晶珠。东

为 M2B，有斜坡形墓道，墓道左侧又辟一个带窄甬道的耳室。墓室内填五花

土，层层夯实，底铺一层木炭，木炭层下铺一层细沙，有纵向枕木沟 2条。

棺椁已废，但痕迹可辨，随葬品大量摆置在棺的右侧与椁壁之间。计有陶

器瓮、罐、壶；铜器鼎、壶、长颈壶、簋、盒、钵、奁、锥壶、熏炉、锅、

镯、灶、灯、镜、带钩、剑、矛、车戟；铁器刀、锄；还有漆耳杯、黛砚、

琉璃珠、琉璃管、水晶珠、琥珀珠、玛瑙珠、玛瑙鹅、肉红石道珠、肉红

石髓狮；1990 年合浦发掘的东汉初期的砖室木椁墓，随葬品异常丰富，计

有铜器、陶器、玉石器，包括铜器壶、碗、釜、蒸酒器、灯、镜、剑和铜

制明器仓、灶、井等；陶器有罐、壶、和明器陶屋；玉器有出廓璧、母子

带钩、蝉形琀。蟠螭纹珮、还有玻璃杯、玻璃串珠、水晶串珠、玛瑙串珠、

琥珀串等。

南越国的金银器冶铸业、纺织业、漆木制造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代表作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泰子”龟钮金

印、虎头金钩衔玉龙、金带钩等。出土的漆器代表作有漆木大屏风等。

合浦一座汉墓中发现有印章 2 枚，一枚龟纽铜印，阴文篆书“陈褒”；

一枚滑石印，刻“徐闻令印”4 字。墓主是徐闻县令陈褒。其中有一件“劳

邑执珪”琥珀印，说明墓主人可能原是劳邑部族首领，曾被封为执珪，相



当于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或屯戍该地的武官。

除了陆路贸易之外，南越国的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位于今广

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都城番禺已具

备了生产大批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船只的能力。当时的南越国人已经开辟了

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被

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南越王墓的遗址中，也发掘了一部分产自于东南

亚和南亚诸国的舶来品，包括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

图 2-17

合浦汉墓出土的“马面形”托灯陶俑。

合浦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1995 年北插江 4 号墓出土的金花球。两

墓分别出土 8 件 14 件，金花球造型基本相同，直径 1.2 至 0.8 厘米，空心，

外层用细金丝联结粟米大的金珠构成，非常精致。1996 年经中国历史博物



馆馆长俞伟超先生鉴定，认为其造型风格是印度的，应是从印度输入的。

合浦望牛岭的一号西汉墓出土金饼两个，其分别雕刻有“大”、“阮”

字样，是金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交易流通货币的重要物证。

已发掘的汉墓，许多都有铜、陶质的熏炉（燃放香料专门用具）。如望

牛岭一号西汉墓、北插江一号西汉墓、黄泥岗一号新朝墓、风门岭十号东

汉墓均各出土一对铜博山炉（熏炉）。堂排 M2B 西汉墓出土铜熏炉一件，“出

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这意味着汉代香料的使用在合浦已非常普遍。

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龙脑香，这说明汉朝从海上丝

绸之路输入的商品中含有香料。

图 2-18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花球。



2003 年 11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合浦进行汉墓抢救发掘时，在一座汉

墓中也发现有一种碳化的香料。合浦汉墓所出燃香之器熏炉有铜质和陶质

两种。熏炉的盖镂空，作重叠云雾山峰纹饰，顶有活环钮，系活链，与腹

部环钮连接，圆盘身，喇叭形座，有的下有承盘。望牛岭、堂排、风门岭、

九只岭汉墓都出过铜熏炉，风门岭、文昌塔、母猪岭、凸鬼岭 20 号墓陶熏

炉盖面镂长方形气孔，顶有背向卷云状钮。贵港、梧州、兴安汉墓也有铜

熏炉和陶黑炉出土，说明当时燃熏香料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奢靡生活的时

尚。中国不产香料，这些香料主要从东南亚等海外舶来。

在合浦东汉墓中出土过“胡人”陶俑。如堂排号墓出土的舞俑，竖目，

小眼，络腮胡须，应是胡人，1982 年贵县（今贵港）铁路新村 3 号墓出土

的人俑活动流陶壶，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全身体毛发达，头戴圆顶帽，

完全是胡人形象。梧州汉墓出土的持灯俑也是胡人形象；兴安石马坪汉墓

出土的陶俑，左腿向内横屈，右腿屈膝垂立，高鼻，深目，大耳，刻划有

须，胸有双乳突，胸背多毛，也应是胡人。据《广州汉墓》一书考证，从

体形特征来看，他们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这种陶俑大概即杨孚《异

物志》所称的“瓮人”。公元前 2 世纪前后，已有不少印度人移至印尼，他

们与当地部族首领结合，在沿海一些地方建立起奴隶制王国，有些土著居

民被奴隶主当作商品往外贩卖。中国南海船队回程航线由黄支经皮宗回国，

这些胡人，一种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另一种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

近年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在合浦汉墓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又发现了一

座蹲坐的铜俑，其造型与陶俑相似，由此可知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合浦

港是第一站。



从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与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合

浦郡境地虽然在秦王朝及南越王国时期还没有正式的行政区域设置及名

号。但与在南越王国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和活跃的。合浦作为这一区域的

物流中心，承担起民间商贸往来的中转或支点作用。正是因为合浦郡境地

在先秦时期，特别是在南越王国时期已经具备了这种区位优势，因此，汉

武帝经过七次巡海之后，建立并确定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

地位。

图 2-19

合浦汉墓考古发掘出的铜俑。


